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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率来衡量，最高地市是最低地市犯罪率的 12 倍以上( 详细情况
可参考后文表 2) 。发达城市不仅犯罪率高，而且人口多，犯罪总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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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人口流动与犯罪的关系是城市化和社会管理中需要回答的基础问
题，也是一个广受热议但仍存争议的公共议题。本文通过汇集和分析 2010
年中国地级以上 306 市( 地州盟) 检察机关数据，结合对 5 个省( 自治区) 9 位
公安、检察人员的访谈，发现人口流动程度与起诉率显著相关，但租住率却是
批捕率的更好预测指标。由于人口流动与租住率的相关性，这可能意味着人
口流动促进了高犯罪，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居住状态等因素起作用。人口流
动与全部犯罪关联度高，但居住状态作为空间结构性力量，与较严重犯罪关
联更紧密。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城市问题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应反思中
国城市化进程及其意外后果，重新审视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属性，重视居住
的安全防控功能和空间融合效应。
关键词:人口流动 居住模式 犯罪 防御空间 犯罪模式

一、人口流动推高了犯罪率吗?

犯罪问题关乎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犯罪防控是国家长治久安的

重要基础。数据表明，中国的总体犯罪率自改革开放后呈上升趋势
( 见图 1) ，地区间犯罪形势分化明显，沿海及内陆发达城市犯罪更加密
集。①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人民内部矛
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和对敌斗争复杂期，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
峻”( 张超，2015 ) 。同时，中国正处于“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
快”的城镇化进程中( 新华网，2015) 。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潮给流入
地政府和公众带来“压力”，不少地方将流动人口视为社会管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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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特别是人口净流入较大的地区，曾经不约而同提出了严格控制
人口的目标，如深圳和苏州的目标是 1100 万( 叶明华、刘昊，2011; 褚
馨，2011) ，东莞是 650 万( 陈明，2011) 。地方主政者认为“经济结构调
好了，不仅人口数量会减少，人口质量也会提高”( 东莞日报，2011) 。
另一方面，较严峻的犯罪形势和人口流动大潮又伴随着不完全的、

浅度的城市化，以及临时性的居住状态。“很多人没房”与“很多房没
人”并存( 陆娅楠，2015 ) 。中央已开始从经济上考虑购房激励措施。
促进居住管理的专业化，提升居住质量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

主要任务之一( 京华时报，2015 ) 。居住不仅关系到经济问题，正如李
克强总理指出的，还关系到“三个 1 亿人”的城镇化问题。① 对地方政
府而言，出租房屋管理成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难点和着手点( 庄庆

鸿，2015) ，即所谓“以房管人”。居住条件的相对滞后与人口流动、犯
罪的增加同时发生，究竟是出于巧合，还是有一定关系? 对于犯罪发生

和防控而言，是针对外来人口本身的管理有效，还是针对他们的居住场

所进行管理更加有效? 这涉及到政策方式在“堵”与“疏”之间的选择。
人口迁入和本地租住量这二者在犯罪发生和防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

用，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经验的验证。
自 19 世纪末以来，人口流入或移民与犯罪率的关系也一直受到欧

美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广泛关切。可能是在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作用下，公众和民选政治家习惯将城市新居民与犯罪等各种负面行为关

联起来，并试图以此主导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诸多相关政策的讨论和制

定( Schemer，2012) 。然而这种关联在西方却并未得到经验研究的一致
支持，有研究甚至发现移民可能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犯罪率的下降

( Wadsworth，2010; Zatz ＆ Smith，2012) 。
西方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移民 /人口流动与犯罪的关系，对国内移

民 /人口流动与犯罪的关系讨论较少，而中国恰是国内人口流动的最大
“实验场”。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福利在中国转型期对犯罪的疏解作用
进行了实证检验( 陈刚，2010; 陈硕，2012 ) ，并直接分析了人口流动与
犯罪率的正向关系( 陈刚等，2009 ) ，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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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要以着力解决好 1 亿进城农民、1 亿棚户区和城中村住户、1 亿中西部农民这“三个 1
亿人”问题为切入点，将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体系，给棚户区和城中村居民一个符合现
代标准的居住条件，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 新华社，2014; 新华网大连，
2015) 。



数据来源: 中国法律年鉴。

图 1 不同司法口径每十万人口平均违法犯罪数( 1986 －2012)

但总体来看，相对于人口和犯罪问题对于社会管理、社会稳定的极端重
要性，犯罪研究仍显不足，在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仍有待

加强: 一是没有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 如居住因素) 进行进一步分

解; 二是对不同犯罪测量本身没有进一步区分界定，如不细分批捕率和

起诉率; 三是不少研究只针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司法机构进行个案分析。
中国独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为研究人口流动与犯罪的关系提供了

丰厚的经验土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自变量、因变量和
数据层次等方面推进这条线的研究。首先，本研究将人口流动分解为迁
入和租住两个因素，从而更为精细地来探讨人口流动与犯罪之间的过程

机制。人口流动( 迁入) 既是一种身份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换，也是一种
空间状态和居住状态的转换。而居住状态，如租住，虽然引起了学者的
注意( Ｒephann，2009) ，但租住率的整体效果、租住率与人口流动的犯罪
效应却有待量化分析与检验。迁入率更多的是代表社会文化结构本身
的因素，租住率则更多地代表了人的空间状态或者说人与空间的关系。
其次，本研究将尝试区分批捕率和起诉率这两种不同犯罪率指标的

差异，揭示犯罪率概念对测量方式的敏感性。结合实证结果及对 5 省
( 自治区) 9位公安或检察干部的访谈，本文认为租住率可能是批捕率更
好的预测变量，而人口流动程度( 迁入率) 则是起诉率更好的解释变量;

批捕率可能更能反映较严重犯罪，起诉率则包括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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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危险性相对小一些的犯罪行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 。这可
能意味着不同的测量指标反映了犯罪的不同层面。空间结构可以更好
地预测偏重的罪，而人口结构可以更好地预测整体犯罪情况。换言之，
更多的异质性人口增加了摩擦的可能，但要转化为严重的犯罪或许还需

要空间等结构性条件的强化。对犯罪率不同测量方式的解读，为回答和
解释不同犯罪测量方式的不同决定因素提供了一种可能。
其三，本研究使用市级数据，从而在已有基础上更下沉细化了。宏

观汇总数据虽然可能混合若干机制，却可以捕捉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

结构因素( Messner ＆ Sampson，1991: 708) ，因此是犯罪分析不可缺少
的视角。如“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就不一定是“流动人口”本身造成
的。但分析层次过于宏观又可能掩盖组内差异、降低组间差异，所以本
文在已有省级层面探索( 陈刚等，2009; 陈硕，2012 ) 基础上，搜集分析
中国 306 个市( 地州盟) 分散的检察机关数据，结合人口普查数据，试
图探讨中国人口流动的犯罪效应，分析催生和抑制犯罪的其他因素，增

进对中国地区间犯罪差异的认识。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犯罪在时序上的巨大增幅主要集中到了先发展地区，解释不同地区

犯罪率差异也可以同时增进对犯罪增长的认识。
中国这个人口近世界 1 /5、经济规模世界第 2 的国家，与欧美国家

的国情差别较大。不仅国内人口流动的规模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在
城市化速度、人口流动或迁移的性质、居住习惯和状态、犯罪水平方面
也与西方明显不同，以后还可能与国际移民的问题相交织( 于志刚，

2012) ，让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棘手难办。对各地犯罪形势及其原因未
雨绸缪地加以研判，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犯罪发生的条件和规律的认识，

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探索及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为此，本研究将针对界定的犯罪及犯罪率概念，运用市级数据
来分析人口迁入率和租住率的影响，从而拓展对犯罪成因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人口流动、居住模式与犯罪
虽然生物学意义上的天生犯罪人假说( 龙勃罗梭，2000 /1878) 越来

越难以被人接受，但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倾向论却并未消失( Birkb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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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ree，1993) ，并用群体代替了个体。在城市化、移民或人口迁徙的背景
下，犯罪容易被公众归因到新移民或流动人口群体身上。谢利( 2002 /
1981) 就认为，农村地区惯有的暴力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城市环境刺激
下容易激发更多的犯罪。
在欧美，“更多移民意味着更多犯罪”的观点曾占据理论和公共话

语的上风数十年之上，但实证支撑并不太有力( Wadsworth，2010) 。实
证分析很少支持移民导致犯罪的主张( Butcher ＆ Piehl，1998; Hagan ＆
Palloni，1999; Mears，2001) 。对意大利的分析就发现，当改进研究方法
之后，移民与犯罪的关系往往不再显著( Bianchi et al．，2012) 。无论微
观还是宏观数据，要么发现移民与犯罪没有关系( Ｒeid et al．，2005) ，要
么发现移民还会使犯罪率降低( Martinez，Jr．，1997 ) 。有人甚至指出，
移民和犯罪的联系完全是误导性的( Zatz ＆ Smith，2012) 。
中国的研究似乎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有研究认为大规模人口流

动是导致中国犯罪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 陈刚等，2009) 。在某些
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人口率是非流动人口的 5 － 6 倍( 厦门市公安局
课题组，2011) 。但也有研究注意到，流动人口的受害问题可能比作案
问题严重得多。由于处于社会底层，暴露在复杂的环境中，且具有及易
“上钩”等群体特征，流动人口成为了小部分流动及常住人口作案者双
重夹击的“绝对受害人”( 童敏，2013 ) 。上述发现初步表明，中国大规
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综合犯罪效应甚至超过了西方国际移民问题。
居住问题与流动人口( 移民) 问题是否分开，可能是中西方犯罪分

析的另一个重要区别。虽然西方的研究也较多支持住房自有率的积极
效果 ( Galster，1983; Green ＆ White，1997; Glaeser ＆ Sacerdote，
1999) ，但具体到移民问题上，又认为移民及其社区可以起到积极作
用，如社区的住房中转发挥了自我保护作用，降低了对移民和非移民群

体的犯罪( Martinez ＆ Lee，2000) 。
中国的流动人口与居住模式问题则经常被放到一起甚至等同起

来。从犯罪者的角度看，不仅“流动人口”是刑事犯罪的主体，而且犯
罪嫌疑人的居住场所以出租屋为主( 潘向泷、秦总根，2010) ; 住在租赁
房等的流动人口比重大会增加犯罪( 史晋川、吴兴杰，2010 ) 。从犯罪
被害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如合租或租住村居民房，会使其受

害机会增加( 张应立，2012) 。
看来，探讨中国人口流动与犯罪率的关系不能离开居住模式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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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考虑到犯罪分子是极少数，普通流动人口是大多数，因此实际犯
罪率的高低可能与流动人口及其居住空间的易受害性有关。换言之，
假如流动人口比重与犯罪率存在正相关，应当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的

受害效应。犯罪模式理论对此提供了系统解释。

(二)犯罪模式理论(Crime Pattern Theory)
根据前文所述，即使人口流动及其居住条件会通过犯罪受害等机

制影响犯罪率，我们仍想知道为什么会形成犯罪机会的不同。犯罪模
式理论进一步提供了包括人口流动与犯罪关系在内的一般性解释。
犯罪模式理论首先关心的不是“为什么有些人更倾向于犯罪”，而是

为什么有些人和地方承受或发生了更多的犯罪( Lammers et al．，2015;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1995，2011 ) 。犯罪模式理论吸收
了惯常行为理论( Cohen ＆ Felson，1979; Felson ＆ Cohen，1980; Cohen
et al．，1981) 关于人类活动规律变化对犯罪率影响效应的分析、理性
选择学派关于犯罪人基本决策模式的分析( Becker，1968 ) ，以及防御
空间理论( Newman，1996) 关于空间重要性的部分内容，因此这个理论
比较好地找到了犯罪发生的结合点，即惯常活动和潜在犯罪地点、潜在
犯罪者、潜在犯罪对象的相遇，并尤其强调犯罪机会、惯常活动和犯罪
地点的因素。
犯罪模式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潜在犯罪者从合法生活过程中获取实

现非法目的的信息。正是那些日常、合法的活动塑造了潜在犯罪者的熟
悉区域和非法活动区域。大部分犯罪分子首先是一个正常人。对大部
分犯罪而言，作案者大部分时间进行着犯罪以外的正常社会活动，他们

对一个城市的了解也基本上来自合法、例行的活动。因此，潜在犯罪者
的作案目标并非出于盲目选择，而是要符合其预先熟悉的心理“模板”
( template) (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 。
与惯常活动一样，潜在犯罪者的犯罪区域是比较集中的，主要位于

接近日常住处和经过的地方，包括活动节点( nodes) 、路途( paths) 和各
类功能区的边沿( edges) ，或其警觉空间( awareness space) 。他们会在
接近自身生活中心的地方或节点作案，包括他们的家、工作地点、购物
和娱乐场所等。其中，首选就是家的附近，住处是其所有活动展开的中
心。同样的，人们也在这些接近生活中心的地方被侵害(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1995，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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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模式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潜在犯罪者选择作案对象时就

近而非求远。虽然交通条件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但空间无疑是人
最基本的生存结构之一。一方面，犯罪者将自身与受害者、受害环境看
作一种共生或寄生关系。犯罪侵犯至少部分可以类比为自然界的捕掠
( predatory) 关系。这并非生物学简化主义或否认人类的特殊性，而是
认识到非法活动的发生远远不止犯罪倾向那么简单。另一方面，犯罪
发生首先需要受害方活动空间和施害方活动空间的交汇( Felson ＆
Cohen，1980) ，而犯罪者和受害者恰恰( 不得不) 共享许多生活的节点
区域(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5，2011) 。一个最近的研究甚至
发现，潜在犯罪者与受害者在很多时候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Pratt et al．，
2014) ，比如“自控”能力不足，或一些共同的生活习惯等。这使潜在受
害人不自觉地已将自己置于危险情境中，而有的潜在犯罪者则走向了

犯罪道路。
犯罪模式理论对人口流动与犯罪关系分析的启发在于首先要从人

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生活空间、居住因素去探讨犯罪现象。居住因素
决定了犯罪机会的多寡，制约了整体犯罪率的高低。其次，如果难以了
解住户身份，缺乏最低限度的空间边界感，合法活动与潜在非法活动边

界模糊，会为潜在违法犯罪者与潜在违法活动提供更多犯罪机会，甚至

刺激犯罪实施或升级。最后，租住模式和家庭结构弱化所造成的犯罪
防御弱化，将进一步加剧捕掠者和防御者的力量对比失衡，使犯罪发生

率偏高。居住防御弱化体现为物理和符号防护设施的缺乏; 家庭结构
弱化则包括家庭成员数量较少、远离家庭的生活习惯等。家庭成员的
数量可以调节或弥补部分家庭成员出行习惯带来的潜在受害机会。

(三)人口流动与居住模式的(被)犯罪效应:研究假设

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本身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决定了

流动人口首先是作为经济属性的“劳动力”而产生的，呈现“半融入”、
“半社会化”的特征( 王春光，2006; 李强，2011) ，其活动以工作为中心，
工作、生活的不平衡增加了防御漏洞。加上人口流动成本高导致家庭
不完整流动，使得流动人口群体相对弱势。一方面在外打工“人生地
不熟”、“势单力薄”、“浅度融入”，使得自身被非法侵害的机会相对较
多，救济渠道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外打拼和另起炉灶的辛

苦会使一部分人意志动摇，在理性计算驱动下，成为非法活动者。他们

422

社会学研究 2016． 3



熟悉甚至只熟悉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态和惯常活动，其犯罪模式中首先

考虑的是流动人口及其住处，更多的是出租屋。由于犯罪风险相对较
低，这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犯罪群体。按西方学者观点，犯罪率的增高是
由于司法打击、社区和家庭的社会控制赶不上社会结构性变化对犯罪
的激励作用，特别是人们活动和生活习惯的变化( Felson ＆ Cohen，
1980) 。
对当今中国而言，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整体性的，更是社会内部结

构性的，即流动人口的活动模式使之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苍蝇不
叮无缝的蛋”，这里的“缝”不是流动人口的过错，而是工作生活规律等
各种结构性因素合力的结果，它在客观上会导致人口流入地区犯罪率

的增加。因此，我们预期人口流动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形成了第一个
假设。
假设 1: 人口流动率增高会增加一个地区的整体犯罪率。
同时，犯罪模式理论与惯常活动理论都认为人们的活动规律和习

惯非常重要，如果人们的活动越来越远离家庭，独户家庭增多，监控者

减少，会给可能的侵犯者更多的合适目标进行犯罪活动( Lammers et
al．，2015;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2011; Cohen ＆ Felson，1979;
Sherman et al．，1989) 。这其实正是流动人口比重高可能导致受害率
和整体犯罪率提高的部分原因。同理，家庭成员增加应该会弥补现代
人惯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漏洞，增强家庭的平均犯罪防御能力，减

少犯罪率，无论对于流动人口还是非流动人口都是如此。当然，我们也
不应否认家庭成员的增加会带来文化、社会控制等方面的长期影响。
因此形成了第二个假设。
假设 2: 家庭平均守护成员增加可以降低一个地区的整体犯罪率。
根据犯罪模式理论，即使流动人口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也主要是

源于流动人口的相对弱势地位。但这种弱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是空间
弱势。整体而言，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相对简陋，缺乏安全、常
规的生活设施和足够的生活娱乐空间，且由于是租住模式，难以进行固

定投入，防护性( Cohen et al．，1981 ) 较弱。这样的空间缺乏物理或符
号隔离，混迹其中的犯罪分子容易熟悉和进入。许多潜在犯罪分子从
这类环境中产生，一旦形成，也会专门针对流动人口及其居住场所，即

从其自身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的熟悉环境出发来选择对象，实施作案。
人是领地的动物，如果守法者的领地边界不清，非法者就会伺机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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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物质财产上的好处或非理性精神上的满足。
虽然犯罪模式理论提出了几类不同的区域 (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1995，2011 ) ，但在城市马赛克( urban mosaic) 中，
居住区无疑是最具有稳定效应的。由于租户之间的上班和活动时间不
统一，家中又缺乏家庭中心者，社区居民难以将住户与住址对应起来。
租户往往没有决心和能力捍卫自己的安全地带，这与非租户有实质性

的区别。常住户可以联手追查或驱逐一些有问题或污点的人，或者要
求管理方给予交待，这对租户是不可能的。如果租住地相对集中，情况
将更糟( Velez et al．，2012) ，警察和司法部门也往往由于管理难度大
或自身力量有限而委托给社区管理，而社区往往追求经济效益，也缺乏

完善管理的动力，一旦形成破窗效应( Wilson ＆ Kelling，1982) ，效果更
差。因此我们形成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 3: 地区租住率高会伴随着地区犯罪率的整体上升。
本文关注人口流动与居住模式、特别是租住率的犯罪效应，并不否

认居住模式可能部分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或社区集体效能( Sampson
et al．，1997) 上的差异。居住模式作为自变量，是犯罪或其他社会后
果的重要预测器( Kirk，2012; Lammers et al．，2015 ) 。在控制住人口
结构后，其犯罪效应如何，还缺乏相应的经验研究。对地区整体租住率
的分析有助于判断地方居住模式在犯罪催生和防御方面的综合效果，

这为认识中国的区域犯罪率差异乃至一般犯罪成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

视角。

三、分析策略、研究对象和变量描述

(一)分析策略和犯罪测量

1. 犯罪的整体分析策略
科学研究需要在理论的概括力和经验的具体性之间做出权衡。犯

罪分析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犯罪进行整体分析和按类别分析孰优孰

劣? 将犯罪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等类型，或抢劫、盗窃等具体种类，
都有其价值，但将犯罪进行整体分析也非常必要。犯罪是社会秩序失范
的表现，有其一般性。在当代，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边界也在模糊化，
至少没有人们想象的差别那么大( Ehrlich，1973; Johnson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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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2010) 。对具体犯罪类型的分析虽然有利于细化具体机制，却牺
牲了理论的简洁性。
还有人可能强调经济类、职务类或通俗意义的“高智商”、“白领”

犯罪的特殊性、隐蔽性。首先，这类犯罪比例并不大，大部分犯罪仍是
“普通”刑事犯罪。① 其次，侦破困难是所有犯罪的共同难题，并非这些
犯罪所独有，对于社会建构的“犯罪”，我们只能也必须坚持基于程序
和证据的“法律事实”而非“客观真实”。

2. 犯罪测量指标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如何测量犯罪。虽然有“犯罪暗数”( 未被发

现、报案、立案等) 的存在，但一般而言未报告犯罪都相对轻微( Skogan，
1977) ，因而采用官方记录衡量犯罪率不仅可行也可以接受( Levitt，
1998) 。在中国，有关犯罪的记录主要是来自公检法三家的记录( 白建
军，2010) 。数据表明，公安、检察、法院的记录数不仅横向高度相关
( 陈硕，2012) ，且纵向高度相关。②

因此，中国三大家刑事司法机关的记录没有明显优劣，检察的批捕

起诉数量和法院的收结刑案数量也主要取决于公安的立案数量，而并

非公安机关的数字较大就更加准确。检察机关作为相对中立的司法机
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人为数字波动相对较小。至少检察机关的数字能
够大体反映不同地区的相对犯罪程度。③ 此外，检察机关的数据记录
良好且具有较强的一贯性，使分析更加可行。
综上，本文采用检察机关批捕率( 批捕人数 /十万人) 和起诉率( 起

诉人数 /十万人) 作为犯罪率的两种测量指标，来考察各地区犯罪率的
相对差异。但是，相对而言，批捕率反映的是稍重的犯罪行为，因此起
诉率反映的范围更广，数量更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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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大部分犯罪是常见刑事犯罪，使犯罪的整体分析可行; 但另一方面，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剔除与人口流动无关犯罪，使分析更有针对性。
主要指标包括检察机关批捕人数、案件数，检察机关起诉人数、案件数，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起数，公安机关对凶杀、伤害、抢劫、强奸、盗窃等五种常见犯罪立案数，法院刑事收案数，法
院刑事结案数等。我们用《中国法律年鉴》1990 －2012年的全国数据对上述八项指标进行
了两两纵向相关分析，发现除公安机关对五种常见犯罪立案数与法院刑事收案数、结案数
的相关系数低于 0. 9( 分别为 0. 8938 和 0. 8951) 外，其他指标间相关性都超过 0. 9。
2015 年 9 月 27 日，对浙江杭州某检察官 WL1 的电话访谈。
2015 年 9 月 4 日对广西陆川某警官 LM，2015 年 11 月 13 日对江苏南京某警官ML2、徐州
某警官 LJ，2015 年 11 月 15 日对江苏南京某警官 LF，2015 年 11 月 14 日和 16 日对浙江
绍兴某检察官 WL3 的电话访谈。



(二)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为系统分析中国各地犯罪率的影响因素，我们以 2010 年中国 306
个地级以上市( 地区 /自治州 /盟) 作为分析对象。这些地区容纳了约
12. 59 亿实有人口，占中国当时总人口的 93. 98% － 94. 47%强。范围
包括了全部 4 个省级直辖市和 49 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特区、省会或较
大的市，217 个普通地级市，27 个州 /盟，9 个地区; 所在检察机关批捕
和起诉人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94. 57%和 94%以上。虽然还有 31 个
市地州盟没有包括进来，但现有地区无论在各种指标的总体规模上，还

是差异和多样性方面，都具有相当代表性。在分析层次上从以往研究
的省级往市地州盟一级推进; 从系统性来看，也胜于以往的个案研究。
之所以选取 2010年进行截面分析，是由于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

会行为和现象，其分析必须以坚实的社会人口数据作为基础，而 2010 年
耗费巨大人力财力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 2012 年 12 月出版
的《中国 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为市县级分析准备了基础数据，这
些详细的数据在非普查年份是不具备的。中国不同地区发展阶段的差
异以及差异的时间积累性，使这种截面情况可以反映中国近段时期所面

临的基本问题。此外，由于中国内地司法主权的统一，各地检察机关的
数据具有横向可比性。本文的其他数据来源还包括: 各市地年鉴、各市地
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1)、《中国法律年鉴》
( 1987 －2013) ，以及对 5个省 /自治区 9位公安或检察人员的访谈资料等。

(三)自变量及初始变量描述

本文的重点是从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两个方面探讨不同地区犯罪

率差异的原因。首先，用迁入人口( 非户籍常住人口) 与常住人口的比
值来衡量人口流动的情况。数据采用的是 2010 年六普数据。人口流
动情况可以检验人口结构变动自身带来的冲击，包括整体生存机会的

变化、潜在文化冲突等。
其次，用住房来源中租赁户，即非自有住房的比例来测量居住情

况，数据来自 2010 年六普数据的 1 /10 抽样，即长表数据。租住率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对生活空间和环境的控制程度。租住率与反映
人口流动情况的迁入率固然相关，但两者仅是交叉关系而非重叠关系，

进行统计控制后，可看出各自的净效应。虽然迁入率和租住率可能又
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这不影响它们作为自变量的分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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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主要变量( 初始情况) 如表 1 所示。①

表 1 初始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含义 预期符号

因变量

批捕率 检察机关批捕率( 单位: 人 /十万人)

起诉率 检察机关起诉率( 单位: 人 /十万人)

自变量

迁入率 迁入人口与常住人口比 +

租住率 住房来源中租赁户占比 +

教育水平 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

失业状况* 16 岁及以上人口中能工作而未工作比 +

家庭守护 16 岁及以上人口中离退休和料理家务人员占比 －

青年占比 15 － 29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

性别比 15 － 29 岁性别比 +

城镇化 城镇人口占比 /

人均 GDP 人均 GDP( 单位: 万元) +

人均财政支出＊＊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单位: 千元) /

注: ( 1) /表示关系方向不确定。( 2) * 包括四类人: 毕业后未工作、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
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以及承包土地被征用。( 3) ＊＊可以作为政法支出规模的代理变量，
检验是否导致了犯罪打击面的扩大，及总体效应。

初始变量统计描述中( 见表 2) ，十万人批捕率最小值为 20. 76、最
大值为 256. 44，十万人起诉率最小值为 21. 8、最大值为 262. 27，说明
2010 年中国 306 个市地州盟的批捕率 /起诉率存在很大差异。初始自
变量同样存在很大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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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1) 受教育程度参见 Freeman，1996; Lochner ＆ Moretti，2004; Buonanno ＆ Leonida，
2006。( 2) 虽然失业率与犯罪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仍然很难断定，但失业率是犯罪、
特别是财产犯罪很好的预测指标( Cantor ＆ Land，1985; Aaltonen et al．，2013) 。( 3) 婚
姻家庭可以让人们更加健康幸福( Waite，1995) ，并减少犯罪( Laub et al．，1998; Sampson
et al．，2006 ) 。 ( 4 ) 年龄是犯罪学中较为公认的因素( Hirschi ＆ Gottfredson，1983;
Farrington，1986) 。( 5) 性别比，特别是年轻人中男性比重偏高，虽然也可能通过相反的
积极机制( 如增加家庭稳定性) 在宏观层次上减少犯罪，但微观层次增加犯罪的机制在

宏观层面至少也是存在的( Messner ＆ Sampson，1991 ) 。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宏观层面
( Edlund et al．，2013) ，还是宏观对微观( Yang et al．，2015) ，研究都发现了性别比与犯罪
的关联。( 6) 有研究注意到了城市化对犯罪率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的经济诱
惑较多有关( Glaeser ＆ Sacerdote，1999) 。



表 2 初始变量统计描述 N =306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批捕率 67. 50145 33. 14021 20. 76019 256. 44310

起诉率 86. 86706 38. 38222 21. 80490 262. 26700

迁入率 . 18016 . 12609 . 04363 . 82204

租住率 . 10165 . 09999 . 00933 . 73420

教育水平 8. 84598 . 94376 5. 78000 11. 71000

失业状况 . 02262 . 01005 . 00669 . 06766

家庭守护 . 14661 . 05225 . 04717 . 33896

青年占比 . 23916 . 04078 . 15266 . 44852

性别比 1. 03933 . 06519 . 87190 1. 34070

城镇化 . 48517 . 17066 . 12689 1. 00000

人均 GDP 3. 17809 2. 27368 . 51381 18. 19270

人均财政支出 4. 90146 2. 77757 1. 60902 22. 68034

四、计量检验

(一)方法和模型

我们运用 OLS稳健回归和 FWLS 回归方法来检验各因素与犯罪
率关系模式的一般性。为减少异方差问题，将大部分初始变量取对数。

OLS回归模型如下: ①

larrei = β0 + β1 lmigri + β2 lrenti + β3edui + β4 lunwri + β5 lhci
+ β6 lyouthi + β7 lsexi + β8urbani + β9 lpgdpi + β10 lpgexi + ξi ( 1)

lprosi = β0 + β1 lmigri + β2 lrenti + β3edui + β4 lunwri + β5 lhci
+ β6 lyouthi + β7 lsexi + β8urbani + β9 lpgdpi + β10 lpgexi + ξi ( 2)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 3 报告了 OLS稳健回归结果，其中的模型 4 －9为完整模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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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预分析发现迁入率和租住率因素的交互项在批捕率和起诉率的模型中都不显著，因
此没有加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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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6 － 8 考察了迁入率和租住率因素的单独解释力。当以批捕率对
数作为因变量时，租住率对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迁入率对数在 0. 05
水平上显著; 且从 Ｒ 平方来看，租住率的单独解释力超过了迁入率。
这时在 0. 01 水平上显著的因素还有能工作而不工作者比重、家庭或社
区守护人员比重，而受教育年限、年轻人中性别比、人均 GDP、人均公
共支出因素在 0. 05 水平上显著。这些发现及其作用方向基本与预期
相符。当以起诉率对数作为因变量时，迁入率比租住率有更好的解释
力; 不工作者比重和守护者比重仍然分别扮演着犯罪促进和犯罪抑制

的角色; 仍然可通过人均 GDP增长率预测犯罪增加。①

为增加稳健性，我们又用 FWLS 回归进行分析，表 3 的模型 5、10
为包括全部变量的完整模型。结果发现，当以批捕率对数作为因变量
时，租住率比迁入率更加显著; 而当以起诉率对数作为因变量时，迁入

率因素的作用略大。不一致的结果反映了批捕率和起诉率的细微差
异。本着谨慎的态度，我们不能断定迁入率和租住率在犯罪预测时何
者更优。“真实”情况可能是其中之一为真，但更可能是两者同时在起
作用，这意味着随着人口流动而来的弱势人群和弱势空间可能带来了

叠加的犯罪效果和模式。
可以看出，迁入率( 流动人口比例) 、租住率、能工作而不工作者比

例、人均 GDP等因素的提升都会明显提高犯罪率，退休和家务人员比
重增加则有利于降低犯罪率，这五个因素显著程度较高且相对稳健。
年轻人性别比提高会增加犯罪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政府公共支

出的提高会抑制犯罪率，这三者的发现较为一致，但显著水平不稳健。
对于年轻人比重、人口城市化率提高是增加还是减少犯罪则并没有明
确发现，这可能是由于存在增加和抑制犯罪的双重效应。
以上对犯罪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无论使用 OLS 稳健回归还是

FWLS回归方法，都是假定各地级市之间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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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同省地级市在社会管理、区域文化等方面有可能存在同质性，本文又在省级聚类矫
正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批捕率而言，租住因素在 0. 05 水平上显著，不工作、守
护者因素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迁入因素在 0. 1 水平上显著; 对起诉率而言，迁入、人均
GDP因素在 0. 05 水平上显著，租住因素不显著，不工作因素在 0. 01 水平上显著，家庭守
护因素在 0. 1 水平上显著。说明与表 3 的模型 4、9 相比，在对标准误进行省级聚类矫正
后，显著水平变化不大。这增加了本文发现的稳健性，强化了对本文假设的支持。由于
聚类矫正不改变 OLS回归系数，为节省篇幅，我们这里不再单独汇报其结果。非常感谢
评审人关于增加聚类矫正验证的意见。



独立，没有考虑地理相邻区域在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上的依赖关系，以

及犯罪率的跨地区外溢现象。为增强统计结果的稳健性、减少估计偏
误，下文将利用空间回归模型拟合数据。
鉴于自变量或因变量的空间相关不仅通过犯罪率本身的空间滞后

或截面误差相关产生影响，更有可能通过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的空间

相依来进一步影响特定地市的犯罪，本研究分别使用空间滞后模型

( Spatial Lag Model) 、空间误差模型( Spatial Error Model) 、含空间自回
归误差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Spatial-autoregressive Model with Spatial-
autoregressive Disturbances，简称空间滞后 +误差模型) 对犯罪率影响因
素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主要对人口流动、居住模式
的空间相依对特定地市犯罪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控制，空间误差模型主

要控制犯罪率本身的空间滞后或截面误差效应，而空间滞后 +误差模
型则对以上两种空间效应同时进行控制。
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请见表 4，其中模型 11、13 和 15 为批

捕率影响因素在三种空间回归模型设置下的估计结果，而模型 12、14
和 16 则为起诉率影响因素的相应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采用空
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还是空间滞后 +误差模型，迁入率和租住
率均取得显著性统计结果。其中，当以批捕率对数作为因变量时，租
住率影响程度更大并且结果也更加显著，而当以起诉率对数作为因

变量时则相反，这与使用 OLS 稳健回归和 FWLS 回归方法得出的结
论基本一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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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增强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在空间回归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空间加权矩阵和
估计方法。其中加权矩阵，除了使用标准化空间邻接加权矩阵外，还使用了空间距离
反向权重矩阵; 估计方法除了最大似然法外，还使用了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gs2sls) 。但不管使用何种加权矩阵以及何种估计方法，大多数情况下( 除了使用空间
滞后模型和空间距离反向权重矩阵，以及使用空间滞后 +误差模型和空间距离反向权
重矩阵这两种情况下对起诉率的分析结果之外) ，无论是犯罪率本身的空间滞后或截

面误差效应( ρ的大小及其是否显著) ，还是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的空间相依效应( λ
的大小及其是否显著) 都没有取得显著性统计结果。其实，在前期数据探索性分析中
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也表明，上述空间效应可能并不显著，批捕率对数和起诉率对

数的 Moran's I指数分别仅为 － 0. 084 和 － 0. 105，其在双尾检验时的显著度分别为
0. 235 和 0. 138( 均不显著) ，在单尾检验时的显著度分别为 0. 118 和 0. 069，仅起诉率
对数的空间自相关性为边缘显著( 小于 0. 1) 。当然，即使在犯罪率( 主要为起诉率) 本
身的空间滞后或截面误差效应、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的空间相依效应取得统计显著性
结果的情况下，迁入率和租住率对于批捕率和起诉率仍然有显著影响，并且其作用方

向和相对大小保持不变，本文的基本结论也仍然成立。



表 4 影响犯罪率的因素:空间回归模型

变量名
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 空间滞后 +误差模型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迁入率对数 . 154＊＊ . 219＊＊＊ . 152＊＊ . 218＊＊＊ . 151＊＊ . 217＊＊＊

租住率对数 . 245＊＊＊ . 120＊＊ . 247＊＊＊ . 126＊＊ . 248＊＊＊ . 126＊＊

教育水平 － . 090＊＊＊ － . 032 － . 091＊＊＊ － . 031 － . 089＊＊＊ － . 030

失业状况对数 . 349＊＊＊ . 252＊＊＊ . 358＊＊＊ . 267＊＊＊ . 352＊＊＊ . 263＊＊＊

家庭守护对数 － . 348＊＊＊ － . 200＊＊ － . 355＊＊＊ － . 222＊＊＊ . 352＊＊＊ － . 219＊＊＊

青年占比对数 . 225* － . 180＊＊ . 221* － . 212* . 224* － . 210*

性别比对数 . 695＊＊＊ . 717＊＊＊ . 713＊＊ . 749＊＊＊ . 697＊＊＊ . 738＊＊＊

城镇化 . 076 － . 134 . 073 － . 141 . 075 － . 139

人均 GDP对数 . 137＊＊＊ . 196＊＊＊ . 135＊＊ . 191＊＊＊ . 135＊＊＊ . 191＊＊＊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 . 108＊＊＊ － . 006＊＊ － . 109＊＊＊ － . 007 － . 108＊＊ － . 006

常数项 6. 525＊＊＊ 5. 541＊＊＊ 6. 820＊＊＊ 5. 544＊＊＊ 6. 753＊＊＊ 5. 498＊＊＊

λ . 019 . 012 . 196 . 013

ρ － . 115 － . 347 － . 121 － . 349

注: ( 1) * p ＜ 0. 1，＊＊p ＜ 0. 05，＊＊＊ p ＜ 0. 01。( 2 ) 本模型使用标准化空间邻接加权矩阵，
并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五、理论阐释和回应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支持了第二部分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特别

是人口流动、居住模式对犯罪分布的影响。弱势人群与弱势空间的双
重叠加抬高了迁入地的犯罪率。租住模式塑造了流动人口的合法生活
模式，进而塑造了转型期的( 被) 犯罪模式。相较而言，人口流动程度
( 迁入率) 是起诉率更有力的预测指标，而租住率是批捕率更有力的预

测指标。人口结构可以更好地预测犯罪整体，空间结构则可以更好地
预测较严重犯罪。更多的异质性人口和不充分的社会融合加剧了社会
摩擦的可能性，但严重的犯罪往往还需要得到空间环境这一结构性条

件的强化。
一方面，人口流动对地区犯罪率的作用为正，说明人口流动确实带

来了一定的社会冲击，加上表现在户籍分隔上的社会融合不足，可能造

成外来人口在生存机会、社会资本、文化适应等方面的系统性劣势，增加
了社会摩擦程度和社会管理难度。非结构化的流动人口社会使潜在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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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者的合法与非法活动切换相对便利，社会对潜在犯罪行为识别、预警
与阻隔机制不足。这恰恰是犯罪模式理论(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
1993，1995，2011 ) 所警惕的。流动人口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选择作
案的对象，且过多的“流动人口”使“流窜人口”更容易藏身其中。① 这
有助于回答人口流动与犯罪关系的争论 ( Martinez ＆ Lee，2000;
Wadsworth，2010) ，但不能说明流动人口本身有更高的犯罪倾向，“高
危”作案人群毕竟是少数。
另一方面，与人口流动高度相关的居住模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租住模式及其伴随的生活方式增加了受害与犯罪机会(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1995，2011) 。自有住房能提高防御能力，并间接
通过其他因素发挥积极作用( Glaeser ＆ Sacerdote，1999) 。好的居住场
所不仅仅是居住场所，还通过成员之间的社会照看扩大了安全地带

( 雅各布斯，2005 /1961; Newman，1996) ，发挥了锚定效应。局部地看，
租住建筑或社区完全可以是管理完善、治安良好的，如学校、机关的生
活区、公寓等。但由于社会租住占有更大比重，从整体上看，如果一个
城市的租住率较高，则往往意味着总体管理难度增加，在既定管理水平

上，意味着整体犯罪率的提高。由于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房屋所有者
缺乏完善房屋功能的动力，只会做最低限度的处理; 而租住者不能改造

现有空间，租期的限制也进一步抑制了他们投入完善租住场所事务的

积极性。市场交换契约和笼统的法律也难以涵盖租住实践中复杂微妙
的权责关系。租住者与业主之间、租住者之间的责任模糊增加了摩擦
和冲突的几率，责任分散甚至缺失也导致治安和城市综合管理变得困

难重重。
租住模式对犯罪的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 1 ) 从犯罪输入

角度看，村民 /业主、村 /社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来发展出
租经济，进行生活和生产空间的混杂使用，形成众多住宿、生产、加工仓
储等功能“多合一”的建筑或场所，构成消防安全、食品卫生以及公共
治安等多重隐患。居住空间的脆弱性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受侵害风险
( Zatz ＆ Smith，2012) 。( 2) 从犯罪衍生角度看，经济犯罪与普通刑事
犯罪可以叠加和相互转化。藏身出租房屋的制假售假、食品违法犯罪、
赌毒、传销会衍生出偷抢伤害、暴力保护、团伙犯罪; 反之，团伙犯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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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5 年 11 月 14 日，对新疆乌鲁木齐某派出所负责人 YC的电话访谈。



会催生违法犯罪经营、地下洗钱等产业链。( 3 ) 从“犯罪输出”的角度
看，出租房屋可能会增加违法、犯罪行为的孵化概率。出租房屋的逼仄
和空间限制使长期打算与投入更加困难，限制了社会交往范围，增加了

误入歧途的可能性。
当然，租住率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或者其发挥作用的大小，还有赖

于一些前提条件，比如特定的管理水平和租住习惯。中国以不小的代
价换取了不低的整体住房自有率，这可能是我国治安形势总体可控

( UNODC，2011，2014) 的部分原因。但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
布局调整带来了巨大的房屋出租市场，而出租方的管理能力、租住方的
自我保护意识、地方公共管理和服务等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准备和及时
的跟进。因此，除了提高特定城市、特定群体的住房自有率，还可以通
过加强出租市场标准建设和提升管理水平来改善社会秩序。最近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房产惠民和促进专业化管理的系列政策部署

( 新华网，2015) ，或许可以改变房地产经济的利益格局、住房供给结构
和居住质量。

六、结论与讨论

经济发展需要最低限度的稳定条件，但经济发展后犯罪问题并不

能自动解决。中国伴随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出现的犯罪率地区差异是
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需要研究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与大规模人口

流动社会相伴生的系统犯罪模式。一些地区新迁入人口比重过大，可
能是其犯罪率较高的部分原因，但通过空间赋能使犯罪侵害难以实施，

至少与威慑犯罪分子同样重要。要防止原有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甚至固
化为城镇内部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分割，减轻“流动人口非
居民化居住”现象( 康雯琴，2005) ，“比户籍制度改革更具实际意义的
是解决包括城镇住房等在内的实质不平等问题”( 陈云松，2015) 。此
外，除减少各类自愿非自愿失业外，还应注意减少家庭成员的分离，发

挥家庭的支持功能。
已有研究表明，除了直接打击犯罪，还应通过福利等社会政策加以

疏导( Currie，2013; 陈刚，2010; 陈硕，2012 ) ，而住房政策则是另一项
一举多得的社会政策( Coulson，2002 ) 。本研究支持人口流动增加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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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率的假设，认为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及社会生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

塑造了转型期的犯罪分布模式( Lammers et al. ，2015;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1995，2011 ) 。住有所居既关系到社会管理与稳
定，也已成为公众的主要诉求，人口输出大省四川省近期进行的调查结

果就表明，“基本住房保障”已排在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诉求的首位，
占 50. 9%，其次才是基本养老保障和子女义务教育( 四川省统计局，
2015) 。
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将来与学界同仁共同

推进。一是虽然本文结合定量分析、定性访谈、长期观察等多种研究方
法，有很大把握认为居住模式、空间融合与犯罪有很强的关联，甚至会
影响犯罪率，但我们暂时无法将受害方防御效应和施害方犯罪效应这

两种具体的机制分离开来，因而对居住模式影响犯罪的机制仍有待继

续探索和补充。二是国际移民和国内人口流动虽然在犯罪研究中有相
似性，但今后也应注意二者的不同，努力提出不同的解释框架。三是有
关犯罪率测量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学界遭遇的普遍难题，本文也采
用了两种测量方式进行对照，但假如承认存在司法机关打击范围以外

的犯罪，那么真实的犯罪率会被低估，这可能导致本文 OLS 模型截距
及迁入和租住因素系数的低估。① 四是虽然地市级数据减少了省级数
据的内部异质性，年度截面数据由于有比较坚实的人口普查数据作为

支撑而减少了变量选择和测量上的局限性及偏差，但今后应当在有可

靠数据的情况下进行面板数据或时间序列分析，以捕捉犯罪率的纵向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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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it is commonly perceived that immigration leads to high crime rate，
this relationship is far from conclusiv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is line of research by
exploring the case of China，a country undergoing rapid and profound urbanization． We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arresting and accusation data from the prosecutorial office of 306
prefectures in China，combined with interviews with 9 policemen and procurators from 5
provinces． We find that domestic migration rate of different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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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migration may introduce crime，but mainly through residential
status． Compared with the accusation cases，arresting cases indicate more grave crimes
in China． It suggests that residential stat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e
emergences and prevention． The findings call for reflections on urbanization and its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Housing polic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merely in its
economic sense and we should never neglect it as an important social policy instrument
in crime prevention and social inclusion．

642


